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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涉食品安全民事纠纷中的“职业索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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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巍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人民法院积极发挥涉食品安全审判职能， 在依法惩处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犯罪的

同时， 依法受理审理了不少有关问题食品的民事纠纷案件， 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据上海某法院的通报， 2017 年以来， 已受理该类民事案件近 2000 件。

总的看， 绝大数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消费者购买的食品存在一些轻微瑕疵， 但质量问题并不严重， 也并非发生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导致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失。

因此， 这些问题食品几乎未进入大众消费者关注的视野， 但是这类案件所反映的 “职业索赔” 现象比较突出， 相关问题需引起重视。

资料照片

涉食品安全民事案件

的主要特点

一是起诉人带有明显的职业索

赔特征。 绝大多数起诉人具有涉食

品安全索赔的诉讼经验， 他们一旦

认为购买的食品存在安全问题后，

并不先要求退货或者向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解决， 而是直接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退款并主张十倍价款的惩

罚性赔偿。 经搜索发现， 有的起诉

人提起的食品索赔诉讼在全国范围

内多达上百件。 在上海某法院受理

的案件中， 超过半数的起诉人有

10 件案件以上的诉讼经历， 有的

甚至在一天内向十多家商户购买同

一种食品后来起诉。 近年来， 尽管

不少起诉人从“熟面孔” 换成了

“新面孔”， 但其职业索赔特征仍然

十分明显， 不排除背后存在着以职

业索赔谋生并且不断变换起诉人的

利益共同体。

二是被诉主体大多数为电商平

台上的微商微企。 据统计， 涉案食

品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约占该类件

总数的九成， 因此大多数涉食品安

全案件的案由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为主， 其他案由涉及买卖合同纠

纷、 产品责任纠纷及餐饮服务合同

纠纷。 起诉索赔的对象以食品经营

者为主， 只有极少数案件共同起诉

了食品生产者。 而且， 这些食品经

营者九成以上系非上海注册经营的

个体工商户或者非上海户籍的自然

人。

三是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较

多集中于标签问题。 约七成的案件

所诉事由涉及未标注或者虚假标注

应当标示的食品信息、 进口食品无

中文标签或者检验检疫证明等问

题， 少量案件则与过保质期销售、

添加剂含量超标有关。

四是诉讼标的额小， 调解撤诉

多， 但判决案件上诉率较高。 起诉

标的额在 5万元以下、 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一审终审的案件居多， 大多

数案件通过调解、 和解结案， 但是

判决案件当事人提出上诉的较多。

当前应对食品领域

“职业索赔”的主要问题

（一） 对如何看待“职业举报”

“职业索赔”问题缺少基本共识

按照“四个最严” 要求， 坚守

食品安全底线， 国家对此一向高度

重视。 但对于如何看待认识社会上

一直存在的职业打假人“知假买

假” 行为， 相关职能部门分岐较

大， 始终未能形成基本共识。 市场

监管部门对牟利性职业索赔、 职业

举报行为一直持否定的态度。 新近

公布的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 （修订草案）》 规定， 要“依法

规范牟利性职业索赔、 职业举报行

为， 查处以打击假冒伪劣等为名的

敲诈勒索违法行为”， 而且明确惩

罚性赔偿不适用于“非为生活消费

需要， 以索赔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 的行为。 与此相对应

的是， 从早些年制定出台的 《食品

药品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法释

〔2013〕 28 号）， 到近年制定出台

的 《食品安全民事案件司法解释》

（法释 〔2020〕 14 号 ），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不能以“知假买假” 为由

限制消费者主张权利以及惩罚性赔

偿不以造成人身损害为前提的司法

政策并没有发生改变， 态度一直十

分明确。 显然， 如何看待和处理对

问题食品的职业举报、 职业索赔行

为， 相关部门之间尚未形成基本共

识。

（二） 司法裁判对 “消费者”

认定存在法律适用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公布的

指导性案例 （第 23 号 ） 强调了

“不论消费者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

不符合安全标准， 人民法院都应支

持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 的裁判

主旨。 照理根据有关规定， 各级法

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

案例， 但是这些年各地方法院在涉

食品安全民事类案的处理上仍然存

在很大差异， 争议焦点还是集中在

对带有职业索赔性质的起诉人能否

认定其为消费者的问题上。 《法治

日报》 曾专版报道了北京、 青岛两

家中级法院的判决： 一份判决认

为， 原告“知假买假” 购买假酒属

于“变相的经营行为”， 不支持十

倍赔偿的诉讼请求。 另一判决则认

为， 职业打假人也是消费者， 判断

消费者的标准不是购买者的主观状

态， 而是以标的物的性质为标准。

普通消费者打假多少次就转变为职

业打假者， 难以给出标准。 在类案

实践中， 这种分歧并不少见。 是否

需要从分析购买者的动机目的入

手， 对其为“普通消费者” 抑或

“职业索赔人” 作标签化的认定，

似乎成为决定这类案件审理方向和

处理结果的一大命门。

（三 ）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 的理解把握不够统一

根据 《食品安全法》 第 148 条

的规定， “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 是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必不可缺的要件。 什么是“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实践中存在

分歧。 有的观点认为， 只要违反了

《食品安全法》 有关食品生产经营

的任何一条规定， 都构成“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 消费者可依据该

条规定主张赔偿责任。 但也有观点

认为， 《食品安全法》 专章规定了

“食品安全标准”， 这是国家或者省

级主管部门制定的强制执行标准，

故只有当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

品安全强制执行标准的， 消费者才

可依据该条规定主张赔偿责任。 上

述争议集中体现在预包装食品漏

标、 少标相关信息的情形之下， 其

争议焦点为： 该种瑕疵仅仅是损害

了消费者知情权， 还是影响了食品

安全； 认定食品安全民事赔偿责任

采取形式安全标准， 还是实质安全

标准。 若观点有别， 处理结果显然

有别。

（四） 惩罚性赔偿尺度缺乏应

有的弹性

《食品安全法》 第 148 条规定

“消费者可以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

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实践中，

几乎所有原告在购买涉案食品后实

际并未食用， 故除了价款外不存在

人身损害和其他财产损失， 原告一

般都主张按价款十倍赔偿。 因这一

赔偿标准固定， 法官无法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作任何弹性裁量。 凡判决

处理的案件， 除非原告表示放弃部

分赔偿金， 否则只能全部支持诉请

或者全部不支持诉请。 在当下新冠

疫情持续反复的形势下， 一些小微

商户由于轻微的经营瑕疵而遭遇

“职业索赔”， 过于刚性的规定又难

以为裁判此类案件提供更加合理的

选择， 客观上不利于支持困境中的

市场主体早日复苏。

（五） 对非正常诉讼行为的规

制效果有限

近年来， 民事诉讼制度更加完

善， 立案登记制、 小额诉讼等制度

在法律上已经得到确立； 诉讼便民举

措日益优化， 网上立案、 在线庭审等

举措正在大力推进落实。 这些制度和

举措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司法需求

的获得感， 在某种程度上使食品领域

的“职业打假人” “职业索赔人” 也

成为“政策红利” 的得益者。 个别当

事人利用诉讼便利条件频繁起诉的非

正常诉讼行为时有出现， 这方面的问

题： 一是诉讼成本过低容易诱发滥

诉。 根据 2021 年新修改的 《民事诉

讼法》 有关规定， 标的额在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 50%以下的简单金钱给付案件适

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按此标准， 目

前上海法院标的额在 62028 元以下的

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案件受理费

按件收取 10 元， 若和解撤诉、 调解

结案则诉讼费用予以免收。 有的起诉

人为追求个案几万元的惩罚性赔偿

金， 利用诉讼成本极为低廉的客观条

件， 以“化整为零” 的方式滥诉， 不

同程度占用了立案、 送达、 调解、 审

判、 执行等各环节必然产生的司法资

源。 二是刻意制造连接点选择管辖法

院。 有的起诉人非本市户籍， 居无定

所也无固定工作， 其虚构查无实处的

虚假地址或者刻意填选与其日常生活

无密切联系的地方作为订单收货地

址， 以此形成网购合同争议的司法管

辖连接点。 三是当事人身份变幻异

常。 有的专职律师辞去律师职业转型

为“职业打假人” “职业索赔人”，

有的曾经被诉打假的对象摇身一变转

而投身打假行列。 如此种种， 新情况

层出不穷。 尽管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依

法裁处了一些非正常诉讼的案件， 但

规制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不足以遏制

食品安全领域滥诉现象发生。

处理食品领域“职业索赔”

问题的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涉食品安全民事案件中

的“职业索赔” 问题， 笔者建议： 第

一， 在贯彻执行食品安全领域“四个

最严” 要求的同时， 要高度关注长期

以来一直存在的“职业打假” “职业

索赔” 现象， 尽快在如何正确看待评

价该现象这一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

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各地方相关执

法、 司法部门在实施 《食品安全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过程中认识不

统一、 处理差异大的问题奠定基础。

第二， 统一涉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

实体处理的法律适用， 在已有相关司

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的基础上， 进一步

明确违反形式安全标准和实质安全标

准在民事赔偿责任中的构成要件。 第

三， 在坚持贯彻立案登记制的前提

下， 依法严格审查涉食品安全民事纠

纷案件的受理条件， 对明显违背诚

信、 滥用诉权的非正常诉讼， 要审慎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在线诉讼审理方

式， 加强司法规制力度和裁判示范导

向。 第四， 行政监管执法部门在重视

加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查处力度的同

时， 也要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日

常监督管理， 进一步净化市场， 依法

及时处置相关举报投诉， 府院构建专

项工作对接机制， 共同参与诉源治理

和矛盾化解。

（作者系上海市法学会案例法学

研究会理事）


